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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的公共价值偏好与公众满意度 

 

贾可盈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作为信息技术发展和执政理念创新的产物，网络问政是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已成

为政府回应的关键对象。但如何有效回应公众关切，提高网络问政效果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公

共价值理论视角切入，将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政府回应内容作为文本分析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

型（SEM），实证检验了政府回应与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的一致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

政府回应与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的一致性可直接提升公众满意度，也可以通过影响公众感知质量间

接提升公众满意度。因此，政府回应既应满足任务型价值，又要满足非任务型价值，两种价值均应该得到

更大程度的满足。当前对任务型价值的单向关注是不够的，非任务型价值在政府回应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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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网络问政时代，政府回应是走好群众路线、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保障
[1]
。网络问

政体现了政务服务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网络问政中的政府回应能力亦是衡量我国数字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各级干

部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网络问政中的政府回应不仅要追求效率，更要追求效果，效率

靠的是“硬实力”，效果则更多地体现“软实力”。 

网络问政中的政府回应话语体现了政府的公共价值观，同时“公共价值是公众对政府期

望的集合”
[2]
，政府回应能否满足公众期望，影响着公众的服务体验与满意度。“网络问政”

可以视作政府与公民“真诚对话”的过程。在交流中，政府和公众就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展开

沟通，达成公共价值的共识。公众向政府表达诉求时，往往带有某种价值期望，政府需要通

过有效回应来满足这些需求，当回应结果不能满足价值期望或偏离公共价值时，公众不满意

的可能性就越大
[3]
。 

数字治理时代，对政府回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网络问政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小的

挑战。然而，实践中，政府回应质量不高、公众满意度不高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政府常常更

关注“有回应”“快回应”、回应数量等显而易见的指标，对更能体现政府回应质量的“软性”

指标，关注不多
[4]
。在测量方法上，多将政府“是否回应”作为因变量，基于回应数量、回

应效率、回应字数等 “量”的指标，对不同因素作用下的政府回应差异进行统计。而较少

从“质”的角度出发，将政府“如何回应”作为因变量，缺乏对政府回应所体现的公共价值

观及背后的治理逻辑的检视，很少探究政府回应是否能够切实满足公众诉求、理解公众需要、

疏导公众情绪。 

当前，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网络问政平台也有了长足发展，但如何有效回应公

众关切，提高网络问政效果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将政府回应中的公共

价值偏好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回应的价值类

型，及价值类型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内在机制展开系统分析。 

2．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2.1文献回顾 

2.1.1政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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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回应作为实现善治的基本要素和政府公信力的最直接来源
[5]
，不仅是影响网络问政

效果的重要因素，还会影响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行为。美国著名学者斯塔林从公共管理

角度将政府回应定义为：政府对民众的要求迅速作出反应，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6]
。同时，

政府回应也是一种公共价值取向
[7]
，反映了政府行为符合公众需求的程度或属性，代表了现

代政治系统的基本特征
[8]
。 

国内关于政府回应的研究除了早期的理论探索外，还有学者运用大数据方法分析了政府

回应的影响因素，以及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不同政民互动模式。常多粉、孟天广按照政府

回应的情感色彩和法治化程度将政府回应的话语模式进行划分，探究了不同层级和机构类型

所带来的回应话语模式差异
[9]
。张渝等则将政府回应策略区分为响应型策略、信息型策略、

行动型策略三种类型
[10]

。赵晗根据公民诉求不同，将政府回应类型区分为执法式、立法式和

前瞻式，分别对应基层需求、缺乏法律法规和潜在需求
[11]

。 

在数字治理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政府回应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

发现，网络问政中的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条件性回应”的情况
[12]

。李惠龙等学者

认为政府回应中存在“回应性陷阱”：即“垄断型”回应和“粗放型”回应
[4]
，这样的政民

互动常常会被民众误解，与不回应相比，回应的政府公信力反而下降。例如，有网友在满意

度评价中留言“套话连篇”，以此批评政府回应中的“形式主义”作风。更有学者发现政府

在网络问政平台的回应过程中存在虚假礼貌运行机制
[13]

，这种不健康的互动模式，对政府公

信力和公民的参政积极性造成了很大冲击。  

2.1.2.公共价值偏好 

公共价值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的 Mark Moore 教授提出，他认为价值根植于个人的期望

和感知，而“公共价值”是公众对政府期望的集合
[14]

。通过网络问政平台表达的公众意见是

公共价值观的反映，这些表达体现了公众对政府的期望
[15]

。同时，公共价值的概念还常常与

善治联系，既涉及治理的成效，也触碰到公平、质量和合法性等问题
[16]

。 

Rosenbloom 将公共价值划分为任务型价值和非任务型价值。其中，任务型价值是以实

现公共机构的中心目标或核心任务为目的的价值
[17]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非任务型价值则是

不以实现公共机构的中心目标或核心任务为目的的价值，更多考虑公众期望的具有“好政

府”属性
[9]
。包国宪、马翔等学者认为，符合任务型价值的回应模式要求政府根据规章制度，

按照一定的价值准则与规范，依据事件展现的原貌进行理性回应，反映出政府希望通过“理

性说明”与公众进行互动的特点
[18]

。除了政策文件规定的基本任务之外，公众常常会受到情

绪的影响，希望政府可以做的更多，例如情绪疏导、协商建议、进行弥补等，这些则是非任

务型公共价值。政府回应对任务型价值与非任务型价值的满足程度是影响公众满意度的重要

因素。 

2.1.3.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衍生于经济学领域的顾客满意度（CSI）。首次出现在《Reinvention 

Government》中，指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
[19]

。公众满意度不易直接观察，

所以通常选取影响顾客满意度指标进行衡量。应用较广的顾客满意度模型包括，ECSI模型、

ACSI模型、SCSB模型。 

国内针对于公众满意度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有学者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电子

政务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20]

。龚莎莎结合经典满意度模型以及我国电子政务的特点，以期望

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论、服务质量理论等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关于电子政务满意度的测评

体系
[21]

。也有学者从信息系统成功理论、技术接受理论、信任理论出发，以信息质量、系统

质量、服务质量等为变量，构建了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的满意度模型
[22]

。从研究内容来看，

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在经典满意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特定领域或符合我国现实的满意度

模型、测评体系，以及从相关理论出发，寻找观测公众满意度的潜变量。而讨论政府回应对

公众满意度影响的研究较少，关于公共价值类型与公众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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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公众角度进行的研究，往往只进行了模型构建，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较少。 

在满意度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公众感知是影响公众满意度的关键一环，公众感知又可以

分为质量和价值两个维度。感知价值的两个评价指标为：“给定价格下对质量的感知”和“给

定质量下对价格的感知”
[23]

。国内学者基于顾客满意度模型对公共服务进行研究时常省略这

一变量。原因在于公众接受公共服务时并不需要单独支付费用
[24]

，基于价格与质量之比的感

知价值并不适用于公共服务研究。因此本文在构建研究模型时，也剔除了感知价值这一变量，

只将感知质量作为公众感知的内容。 

2.1.4.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以回应时间、是否回应、回应字数等易于测量

的指标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大多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较少通过模型构建进行实证检验。

大量研究聚焦于政府回应的影响因素，如诉求类型、留言性质、留言主题、留言对象。关注

因诉求内容不同带来的政府回应差异，而缺乏对政府回应内容的深层挖掘，缺少对政府回应

的公共价值取向的讨论，没有充分借助公众满意度这一客观标准来衡量政府回应行为。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从公共价值理论视角切入，参照“公共价值是公众对政府期望的

集合”
[2]
这一经典定义，分析政府回应与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之间的一致性对政府回

应效果的影响。将公众满意度评价作为衡量政府回应效果的客观标准，以政府回应为逻辑起

点，把政府回应中所表现出的公共价值类型作为自变量，将公众满意度作为因变量，构建结

构方程模型，尝试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任务型价值与非任务型价值对政府回应效果影响的证

据。 

2.2理论基础 

关于公共价值的类型，本文参考 Rosenbloom 的分类标准，将公共价值划分为任务型价

值与非任务型价值
[17]

。符合任务型价值的政府回应需要根据政策文件要求，遵循特定的价值

准则和程序、就事论事、依据事件本身展现的面貌进行理性回应
[9]
。根据定义，同时结合有

关政府回应的相关政策法规，可以对任务型价值进行归纳编码，具体参见表 1。 

但在实际中，仅仅包含任务型价值的政府回应并不能保证网络问政的质量，非任务型价

值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回应感知的重要内容。非任务型价值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并不是

行政组织创建的内在因素；（2）促进政治信任、扩大政治参与、畅通政民互动等与组织任务

无关的价值观发展；（3）包含公众期望的具有“好政府”属性的价值
[25]

。与任务型价值的强

制性不同，非任务型价值层面的政府回应要求充分考虑公众对于“好政府”的期望，满足公

众的其他需求，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在形式上体现为对事件原因的

解释、对不同处理方案的介绍、心理补偿以及建议协商等。 

任务型价值与非任务型价值的区别有以下三点：在概念上，前者属于政策文件中规定的

价值，是组织的中心任务，后者属于政策文件规定之外的价值；在功能上，前者体现了政府

对于理性价值观的偏好，而后者体现了政府对感性价值观的迎合；在合法性来源上，前者来

源于相关的规章制度，而后者来源于公众对于“好政府”的期望
[14]

。任务型价值与非任务型

价值统一于政民互动的实践，政府和公众就诉求的提出与解决展开沟通对话，达成公共价值

的共识。 

表 1   任务型价值部分来源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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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 

由于有关政府回应价值类型的测量量表尚未形成，无法直接分析政府回应价值类型与公

众满意度的关系特征，所以，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部分。研究一为

探索性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政府回应文本的编码，识别政府回应中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

价值的具体体现形式。研究二为定量研究，在研究一归纳的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参考相关研

究成果，构建政府回应价值类型的测量量表，并结合公众满意度理论构建模型，运用调查数

据对模型进行检验。 

3.1研究一：质性研究 

3.1.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作为数据来源，该平台由人民网开发，是全国性问政

平台，数据和文本真实可靠。根据《2020 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可知，目前我国数字政

府的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三个梯队。本研究从三个梯队中分别选取广东、河南、吉林三省作

为所在梯队的代表省份。通过 Python 对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平台数据进行爬取，得到三

省省委书记 2023年 8 月 1日至 2024年 1月 1日的问政文本，总共 1216条，筛选出符合本

研究要求的案例 861条。 

3.1.2编码过程  

本文充分借鉴公共价值理论与公众满意度的已有研究成果，运用 Nvivo11.0软件对采集

的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共有三名编码员参与到编码过程中。在编码开始前，笔者与编码员就

类目表构建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在逐行编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编码员的

主观评价，同一材料由三名成员共同处理。同时，邀请第四人对存在的不同观察结果的材料

进行编码处理。除此之外，本研究在正式编码工作开始前，先抽取了部分样本进行试编码。

以增加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首先进行词频统计，将出现频率较高的词选为一级节点。然后再根据经验常识和相关理

论支持将开放编码结果进行归类，提炼出其关系，得到主轴编码结果。经过计算 kappa系数

均超过 0.8，且编码一致性分数高于 90%，说明编码的信度较高。 

3.1.3编码结果   

如表 2所示，任务型价值在地方政府回应中的体现有：（1）事实：包括对问题的核实、

对现实情况的介绍、对政策文件的说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将政策文件、法律法规

划归到事实，而非解释，原因在于政策文件通常由国家明确规定，是既定的事实，是无法改

变的结果，政府根据有关文件照章办事，所以应属于任务型价值；（2）调查：针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展开相关调查；（3）整治：针对群众反映问题展开治理、整改；（4）处理进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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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理过程、处理情况的介绍、对问题的持续跟进、对下一步工作的计划；（5）效率：政府

对公众诉求的及时回应。 

非任务型价值在地方政府回应中的体现有：（1）解释原因：既包括对问题产生原因的解

释，又包括对问题不能解决或难以解决原因的解释。（2）表达关切：包括对群众表示感谢、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表示理解、对群众诉求高度重视、鼓励群众提出建议；（3）描述努力：通

常发生在问题未能立刻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向群众描述为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在回应文

本中常出现努力、力争、争取等关键词。（4）协商建议：当政府没能按照群众要求的方式解

决问题时，向群众提供其他选择或折中解决方案。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向群众提供电话号码，

如果群众有疑问可以进一步协商。（6）给予承诺：通常发生在问题无法短期内有效解决的情

况下，政府向群众作出承诺，常以承诺解决期限、弥补措施的形式出现。 

总的来看，编码结果是价值类型在政府回应中体现的具体化，为问卷设计提供了实例支

持，问卷的设计也将仅仅围绕政府回应的价值类型展开。 

表 2  主轴编码过程 

    

 

 

 

 

 

 

 

 

 

 

 

 

     

 

 

 

 

 

3.2研究二：定量研究 

3.2.1假设推导 

（1）公共价值与公众满意度 

诉求的满足是公众留言的行为动机，也是公众最为关心的内容。因此政府围绕解决问题

展开的调查、整改、处理等一系列行动，是对公众诉求的直接回应，有助于公众诉求的满足。

任务型价值要求政府按照事件本身的性质进行理性回应，体现出政府回应的科学性、专业性。

政府回应具有的制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特征，为政府回应中的回应率、回应速度和问题解决

程度提供了支持。因此提出假设： 

H1：政府回应与任务型价值的一致性对公众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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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回应中结构化的理性叙事相比，非任务型价值满足了网络问政中公众的其他需

求，比如表示理解、表达同情、安抚情绪等。政府回应中，对事件的解释、表达关切、描述

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郑重承诺等等，这些行为都有助于疏解公众的负面情绪，增加公众对

政府的信任，从而提高对政府回应的满意度。因此，提出假设： 

H2：政府回应与非任务型价值的一致性对公众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 

（2）公共价值与感知质量 

政府回应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感知。 政府针对公众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并

向公众告知处理结果，及时给予反馈，使公众清楚了解到政府为提升服务质量采取的具体措

施，让公众感受到网络问政的价值，从而增强对有用性的感知。当公众诉求得到满足时，会

进一步提高对政府回应质量的感知。由此提出假设： 

H3：政府回应与任务型价值的一致性对公众感知质量有显著正向作用。 

在任务型价值的之外，公众常常期望政府可以做得更多，非任务型价值关注“公众期望

的好政府属性”的特点，可以较好地满足公众的另类需求。政府对问题的归因、解释可以有

效增进公众对处理过程的了解，使公众切实感受到政府为人民服务办事宗旨。当由于主客观

条件限制，政府未能按照公众要求的方式解决问题时，通过与公众协商、给予建议或心理补

偿的方式，为其提供其他选择。在政府回应无法完全满足公众诉求的情况下，也能使公众满

意度最大化。由此提出假设： 

H4：政府回应与非任务型价值的一致性对公众感知质量有显著正向作用。 

（3）感知质量与公众满意度 

以往的许多研究都表明感知质量对公众满意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如美国 ACSI 模型。

因此，在网络问政中，公众的感知质量越高，越有可能对政府回应做出比较正面的评价，满

意度也会越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公众的感知质量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 

综上，提出假设模型，具体见图 1 

         

   

 

 

      

       

 

 

 

 

 

图 1  假设模型  

 

3.2.2问卷设计 

（1）问卷设计  

由于关于政府回应与公共价值一致性的研究尚处空白，还未形成有效的成熟问卷，因此，

本研究基于已有成果及相关文献，结合现实情景与网络问政特点等多方面因素编制了问卷

（见表 3）。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针对 3个潜变量和一个观测变量共设计了 21个题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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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质量的测量题项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同时结合网络问政的特点，分为 5个方面（具体参见

表 3）。在正式发放问卷前，收集了 52份测量数据进行试测，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删去信效度

不达标和因子载荷量较低的题项 5个。 

（2）数据收集  

调查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发布，调查时间段为 2024 年 2 月到 3 月。填写问卷前会

有一个前置问题，询问问卷填写者是否曾使用过网络问政平台，若从未使用过则无需继续作

答。经过调查，共回收 289 份问卷，剔除出 87份无效问卷，最后确认 202 份有效问卷用于

正式数据分析。 

表 3  测量题项及来源 

 

 

 

 

 

 

 

 

 

 

 

 

 

 

3.2.3数据分析 

（1）信效度分析 

a.克朗巴哈系数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前，先对量表的内在一致性进行检验。通过计

算发现，所有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 0.8（见表 4）。说明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高，

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 

表 4  潜变量信度检验 

   

 

   

b.KMO 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通过 SPSS 计算得到问卷的 KMO 值为 0.908（大于 0.5），符

合研究要求。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为 0.000，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 3

个因子总体解释了结果变量的 60.378%，大于 60%，因此，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较好。 

c.收敛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通常选取组合信度（简称 CR）、平均方差抽取量（简称 AVE）

作为评估标准。当 CR>0.7,AVE>0.5 时，说明问卷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较好
[31]

。本文的计

算结果显示，CR>0.7,AVE>0.5(见表 5)，表明问卷问题的内部一致性可接受，信度较好。 

表 5  收敛效度检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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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d.区分效度 效度检验主要通过观察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区分效度指潜变量之间的低相

关性和显著差异性，评估方式是通过比较 AVE的平方根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大小
[32]

。如

果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该变量的 AVE平方根，那么该数据基本大于其所在列

的所有数值
[3]
。本研究的区分效度观察结果如表 6 所示，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区分效度较

好。 

表 6  区分效度表 

 

 

 

 

 

 

 

（对角线粗体为 AVE的开根号值，下三角构面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2)模型拟合度检验 

与传统分析技术（如 ANOVA、回归）相比，SEM 并没有单独有力的评估指标。对其拟合

效果的评价，往往需要比较样本的协方差矩阵和理论模型的协方差矩阵，由此衍生出许多模

型拟合度指标，仅在 AMOS 软件中就设置了 25 种不同类型的拟合度指标。最常汇报的指标

包括： CMID、DF、CMID/DF、GFI、AGFI、CFI、TLI、RMSEA 和 SRMR。因此，本文也将对这

些指标进行说明。对于拟合指标的标准，始终没有固定的值，不同学科所执行的标准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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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差异，所以在评估模型的拟合度时，通常会参考权威学者的建议。表 7列出了本研究模

型的各项指标结果和权威学者的推荐值，通过对比分析，可以认为测试优度指数符合推荐水

平，表明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与数据具有较高的契合度。 

 

 

 

 

 

 

 

 

(3)结构模型验证 

结构模型的验证需要计算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及共同解释方差变异（R
2
），本研究的计算

结果见图 2。通过对模型路径进行分析，可知 H1-H5均得到了支持（见表 8）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图  

  表 8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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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8可知，任务型价值（β=0.416，p<0.001）、非任务型价值(β=0.273，p<0.001）

和感知质量（β=0.321，p<0.001）对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任务型价值（β

=0.562，p<0.001）、非任务型价值（β=0.329，p<0.001）对感知质量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所以假设 H1-H5得到验证。在方差解释方面，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感知质量三个变

量共解释了 83.9%的满意度方差变异；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两个变量共同解释了 67.5%

的感知质量方差变异。 

4.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政府回应中的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感知质量对公众的满意度评价产

生了直接影响，并解释了 83.9%的方差变异。进一步进行路径分析发现，任务型价值对满意

度的影响大于非任务型价值，路径系数达到 0.42，表明任务型价值提高一个单位，公众对

政府回应的满意度就会提高 0.42个单位，高于非任务型的 0.27个单位。因为问题的解决与

否是公众满意的必要条件，结论符合既有认知。同时，AMOS的分析结果显示，任务型价值、

非任务型价值对感知质量产生了直接影响，并解释了 67.5%的感知质量方差变异。通过观察

路径系数可知，任务型价值对感知质量的影响较大，路径系数高达 0.56，高于非任务型价

值的 0.33，即公众更容易感知到政府回应是否解决问题、是否有用，对回应内容质量、回

应态度的关注相对较少。                                                                                                        

但是非任务型价值仍对公众满意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

间接影响。利用非任务型价值的路径系数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其对公众满意度作用的大小，根

据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可知，非任务型价值对满意度评价的直接效果值为 0.273，通过感知质

量产生的效果值为 0.329*0.321=0.106；总效果值为二者之和，即 0.379。虽然没有任务型

价值的效果值高，但仍占了不小的比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府回应与任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的一

致性均对公众满意度产生了直接的正向影响，且任务型价值对满意度的影响更大；第二，任

务型价值、非任务型价值对感知质量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感知质量对公众满意度产生

间接影响。与任务型价值相比，非任务型价值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虽然相对较弱，但将直接

影响与间接影响相结合。该变量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结论为改进政府回应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政府回应既要满足任务型价

值，又要满足非任务型价值，两种价值均应该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当前对任务型价值的单

向关注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涉及政府回应的一半。相较于政府回应中的“理性说明”，公众

更容易受情绪影响，除了政策法规中明确指出的基本任务外，公众对“好政府”的期望往往

更高，比如协商建议、表达同情、安抚情绪等。实践中，非任务型价值的“软”功能，更能

疏导公众的负面情绪，弥补任务型价值的不足。在完成必要的任务型价值之外，政府还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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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非任务型价值的意识与技巧，通过解释、表达关切、协商建议等方式了解公众需求、安抚

公众情绪，通过构筑共识与增进信任来提升回应效果。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政府回应是个十分复杂的体系，本文认为在

回应中需要给予非任务型价值同样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公共价值偏好是决定公众满意度的唯

一因素，对于其他更为复杂的因素本文未作讨论。其次，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研究虽然

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考察分析，得出了政府回应中价值类型判断的基本维度，但如何合理设置

与检验各维度在实践中的具体标准，如何兼顾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属性的回应平台以

及公众诉求间的差异等，有待在之后的研究中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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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in Online Politics Ques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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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novation of governing 

philosophy, online questioning is an important way of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come a key object of government response. However, how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public concerns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online questioning is still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value theory, takes the government response 

content of "Leader's Message Board" on People's Daily Online as the object of textu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consistency of government response with task-based and 

non-task-based values on public satisfaction by construc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sistency of government response with task-based values and non-task-based 

values can directly enhance public satisfaction, and can also indirectly enhance public satisfaction by 

influencing the perceived quality of the public. Therefore, government responses should satisfy both 

task-based values and non-task-based values, and both values should be satisfied to a greater extent. 

The current unidirectional focus on task-oriented values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role of non-task-oriented 

values in government responses should 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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